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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综述·

新世纪以来五四运动研究综述

郭若平 徐文彬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历

史事件，对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思想、文

化等几乎所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这场运动的发生，既被看成是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历史的开端，也被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新起点。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的百年间，对

其的历史研究可谓层出不穷，几近成为一门显

学。自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近 20 年间，随着改革

开放的持续深入，学术环境日益改善，五四运

动研究接续此前的研究积累，在新的学术层面

取得了持续进展。但是，这种研究进展的特征，

主要体现 在 对 五 四 运 动 整 体 性 的 广 义 研 究 上，

而不是体现在作为一场 “运动”本身的五四运

动的狭义研究上①。这种研究现状意味着，作为

由特定时段发生的 “运动”所构成的历史事件，

五四运动的发生与变迁过程，被淹没在广义的

五四运动研究之中。这就带来了一个历史问题，

即当学界讨论五四运动之际，到底是在讨论广

义上的 五 四 运 动 还 是 狭 义 上 的 五 四 运 动? 广、
狭义五四运动是否事先区分，在很大程度上将

影响 “问题意识”的形成。就今年所说的五四

运动 100 周年而言，所谓的五四运动指称的只

能是狭义的五四运动。新世纪以来在这个层面

上的五四运动研究，究竟取得了何种程度的进

展，正是本文所要进行学术史综述的范畴。

一、五四运动爆发原因研究的新路径

在五四运动研究领域，对于这场运动如何

发生，其原因构成的具体细节又是如何，学界

的争议始终持续不断。以往研究五四运动爆发

的原因，大都在宏观想象的层面，将其归结于

民主与科学以及新社会阶层形成的推动，更多

的是将其归结于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进而诱

发了中华民族长期被压迫的怒火，导致全民族

的强烈抗争。但是，问题在于，民主与科学以

及新社会阶层的形成，是如何构成五四运动发

生的具体环节? 目前的许多论证尚无法充分兑

现史料层面的实证。另外，巴黎和会作为世界

性的事件，又是如何与发生在中国的五四运动

发生关联的? 其中的历史环节是由什么要素构

成的? 新世纪以来，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别开路

径，形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观点。
第一，民 间 外 交 的 推 动。这 种 观 点 认 为，

五四运动爆发的初始原因，是由国内外民间外

交活动推动而成，其中在国外以梁启超为主导，

在国内 则 以 林 长 民 为 主 导。李 书 安 撰 文 认 为，

1918 年 12 月，梁启超、蒋方震等七人以巴黎和

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及记者等私人身份，在

巴黎与各国政要及社会名流之间周旋，展开民

间外交活动。与此同时，国内在 1919 年 2 月分

别成立了 “国际联盟同志会”和 “国民外交协

会”。这两个民间涉外社团发挥了与在国外的梁

启超之间的外交信息沟通的作用。梁启超在巴

·111·2019 年第 4 期

① 对于“五四运动”概念的界定，学术界实际上早已

作出区分，最典型的是华裔美国学者周策纵《五四

运动史》一书所作的界定。该书认为，历史上最早

出现的“五四运动”一词，“仅仅指 5 月 4 日北京的

学生示威运动”以及不久扩展的“六三运动”，它可

以统称为“五四事件”，这 就 是 所 谓 的 狭 义 五 四 运

动。与“五四事件”前后相关的“学生和知识分子

的社会、政 治 运 动”以 及“1917 年 就 开 始 的 新 文

学、新思想运动，即后来被 称 为 ‘新 文 化 运 动’”，

就被称为广 义 的 五 四 运 动。参 见 〔美〕周 策 纵 著，

陈永明等译: 《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 年，

第 2—3 页。国内学界大抵认同这种区分，仅在历史

时间划分上略有差异而已。本文所综述的五四运动

研究，仅限定在狭义五四运动层面的研究进展状况。



黎和会召开期间，得知在巴黎和会上美英法列

强将 胶 东 半 岛 主 权 私 相 授 受 与 日 本，当 即 于

4 月 30 日致电 “国民外交 协 会”，建 议 发 动 一

场不签 字 运 动，以 抵 制 北 洋 政 府 的 卖 国 行 径。
所以，巴黎和会上有关不利于中国的外交信息

首先是由梁启超提供的，据此而言，由梁启超

倡导的 “国民外交运动” “亲手点燃了五四运

动的导火索”。①

关于五四运动的爆发与林长民的关系，研

究者大致认可在国内配合梁启超的 “国民外交

运动”最得力的当是林长民。李书安一文在逻

辑上也确 认 了 林 长 民 是 五 四 运 动 爆 发 的 推 手。
文章认 为，梁 启 超 致 电 “国 民 外 交 协 会”后，

林长民在 5 月 2 日的 《晨报》上发表 《外交警

报敬告国民》，消息传出，举国舆论一片震动。
5 月 3 日，北京 “国民外交协会”召开全体职

员大会，会议断然拒绝承认日本的 “二十一条”
及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既得利益，同时将日本

的最后通牒期限 5 月 7 日定为 “国耻纪念日”。
第二天，五四运动就爆发了。但是，这种观点

的成立，在逻辑上可推论，在史料支撑上却是

无据的，因为没有史料可确证林长民亲自鼓动

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欧阳军喜就此曾考索其间

关系，同样强调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五四运动的

发生是受林长民 《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的

刺激，但国内舆论把山东问题与济顺、高徐两

项铁路问题联系起来，将外交失败归咎于曹汝

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显然与梁启超、林

长民等人的宣传鼓动是分不开的。在这个意义

上，可以 说 “林 长 民 应 对 五 四 运 动 的 爆 发 负

责”。② 此论似乎也模棱两可，依然缺少史料的

直接证实。徐文军同样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林长

民与五四运动的发生有直接关系，但林长民对

五四运动的宣传鼓动作用是有相应证据给予证

明的③。至于直接或间接证据是什么，该文依然

没有给出有力的史料支持。尽管以上诸文无法

提供直 接 的 证 明 史 料，但 作 为 一 种 历 史 环 节，

并不能说以上所论没有意义。相反，这种意义

正体现在 五 四 运 动 发 生 前 夕 的 历 史 语 境 之 中。
分析五四运动的发生原因，不能不考虑到这种

历史语境的存在。况且，“国民外交运动”以及

与之相关的 “国际联盟同志会” “国民外交协

会”等民间外交社团，又是有史料支撑的史事

存在。
第二，政界派系政争的诱发。这种观点认

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是由北洋政府时期政党派

系的政争诱发引起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新

世纪以来 五 四 运 动 研 究 较 有 特 色 的 一 个 方 面。
研究者从梳理史料出发，考察巴黎和会、派系

政争、五 四 运 动 三 者 之 间 的 内 在 关 联。邓 野

《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一书就围绕

巴黎和会与北洋政府派系之间的政争展开了深

入讨论，认为五四运动并不是一场仅仅以爱国

学生为主体的民族主义运动，也不是纯粹的一

次 “下层学运”，而是因一大批职业政客挟带各

种政治利益，纷纷介入学运与政争并形成 “上

下结合，互为借力”的运动，可以说五四运动

是一场 “既是学潮，又是政争”的政治运动④。
唐启华 《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一书则通过分

析外交史料，认为 “整体而论，中国在和会外

交不能算失败”，将五四运动的发生归因于中国

在巴 黎 和 会 上 的 外 交 失 败，显 然 理 据 不 足，

外交史料显示五四运动的发生 “似与研究系之

借外交 问 题 攻 击 新 交 通 系 ( 及 广 义 的 段 系 )

有关”⑤。
关于政界派系政争诱发五四运动的主要事

端，欧阳军喜认为有两件: 一是围绕 “铁路统

一案”之争，二是 “山东问题”处理之争。有

关 “铁路统一案”之争，以研究系为主的政治

势力力争铁路统一案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并获得

通过，而新旧交通系曹汝霖、陆宗舆、梁士诒

等为维护自身政治利益而坚决反对。这种政争

最后都集中到 “山东问题”上，有关争执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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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书安: 《梁启超的国民外交运动及对五四运动的推

动和影响》， 《兰台世界》2015 年第 1 期。在此之

前，已有研究者提出类似观点 ( 参见刘宝东: 《国民

外交与五四运动》， 《中 共 党 史 资 料》2009 年 第 4
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年，第 148 页) 。
欧阳军喜: 《林长民与五四运动———兼论五四运动的

起源》，《复旦学报》2003 年第 6 期。
徐文军: 《浅论林长民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

《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13 年第 5 期。
邓野: 《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244 页。
唐启华: 《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14 年，第 375、275 页。



涉及两个方面: 其一，“山东问题”除青岛归还

问题外，是否还应当包括胶济铁路及其延长线

济顺、高徐两路? 其二，山东是由德国直接归

还还是经日本间接归还? 对于前者，北洋政府

认为济顺、高徐两路与青岛问题无关，而研究

系要人林长民、梁启超等坚持山东问题必须包

括济顺、高 徐 两 路 问 题。对 于 后 者，徐 世 昌、
段祺瑞均默认经日本归还的方式，交通系、安

福系也同此主张，而研究系主张由德国直接归

还。① 这种政争不息又因 1915 年中日关于山东

问题的秘密换文、1918 年关于胶济铁路的换文

被提交给巴黎和会等问题，使中国在外交上处

于不利地位，引发国内的强烈反弹，最终引爆

了五四运动。
对于政界派系政争对五四运动的诱发作用，

冯筱才认为与民国初年后的国内政治权力竞争

直接相关，其中有三种力量互相配合在其中发

挥作用: 一是时任总统的徐世昌及其潜在势力;

二是参与政府或在外围的研究系势力; 三是在

北京教育界拥有相当势力的国民党势力。尽管

这三方面势力各有政治打算，然而，其共同打

击目标都是段祺瑞主导的安福系。这三种势力

与安福系矛盾的形成，实际上是此前种种政治

利益矛盾无法调和的结果。② 正因为存在这种政

争与矛盾，造成了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政治目

标直指主导国内政局的安福系。熊玉文因此认

为，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研究系对以段祺瑞

为主的交通系进行曝光、抨击和指责，借助媒

体力量将 “卖 国 贼”指 向 交 通 系 的 曹 汝 霖 等，

从而引 起 了 五 四 运 动 的 爆 发③。熊 玉 文 还 从

“卖国贼”指称的变化来考察五四运动发生的原

因背景，认为 “仔细考察当时的相关史料，曹、
章、陆被贴上 ‘卖国’的标签，还有另外的背

景，与当时南北两个政府之间以及国民党、研

究系、新交通系之间的政争不无关系”。“卖国

贼”指称的变化，最早因在巴黎和会期间国民

党势力与研究系势力的矛盾，国民党人把北洋

政 府 的 重 要 成 员 和 研 究 系 领 袖 人 物 统 统 纳 入

“卖国贼”范畴，后来因政争而演变为国民党与

研究系的舆论机关，共同将新交通系的曹汝霖、
章宗祥、陆宗舆列为 “卖国贼”予以打击，于

是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遭研究系和国民党夹

攻的曹、章、陆成为北京学生攻击的靶子，也

成了全国民众 ‘合意’要求內惩的 ‘国贼’”。④

于是，“五四运动 ‘内除国贼’的斗争目标由

此确立”⑤。正因为有了这个目标，五四运动才

有可能爆发。对此，王珣、李翔也认为: “在国

家利益、民族主义旗帜的掩盖下，研究系以外

交为名目，以策动传媒、鼓动舆论为手段，千

夫所指之下，把政争的火矢射向了众矢之 ‘敌’
的段皖势力，最终成了五四运动的点火 人。”⑥

显然，没有对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派系政争复杂

关系的考察，就 “很难给五四这场政治运动的

发生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⑦。
第三，信息传播的催化。关于五四运动如

何发生，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它成为一个历史事

件，有研究者持舆论信息诱导而成的观点。熊

玉文经过梳理核查强调，在五四运动发生前夕，

梁启超给国内的电报中并没有说中国外交失败，

巴黎和会满足日本无理要求的信息还未传到国

内，既然如此，简单地将五四运动发生的原因

归结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是不符合

实际的。五 四 运 动 爆 发 前 夕，中 外 政 局 复 杂，

相关信息混乱，其中有三种信息传播导致五四

运动的突然发生，这三种信息分别是 “日本派

兵来京”“梁启超卖国”“顾维钧投靠曹汝霖”。
经日 后 证 实，这 三 种 信 息 实 际 上 都 属 于 “谣

言”，但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却制造出极大的

紧张感和压力感，“既把亲日派推到舆论的风口

浪尖，又与真实的外交危机信息一道把国人的

心理推向崩溃的边缘”，以致 “国人此时再也不

能满足于 以 口 头 舆 论 来 释 放 心 中 压 力 的 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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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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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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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军喜: 《林长民与五四运动———兼论五四运动的

起源》，《复旦学报》2003 年第 6 期。
冯筱才: 《政争与“五四”: 从 外 交 斗 争 到 群 众 运

动》，《开放时代》2011 年第 4 期。
熊玉文: 《政争、传媒与五四运动起源》， 《求索》
2012 年第 11 期。
熊玉文: 《政争: 五四时期“卖国贼”人选的政治由

来》，《史林》2013 年第 6 期。
熊玉文: 《大众传媒与五四运动: 内除国贼目标的确

立》，《史学集刊》2001 年第 4 期。
王珣、李翔: 《政争、舆论与五四———以研究系为中

心探究》，《贵州文史丛刊》2017 年第 1 期。
熊玉文: 《政争、传媒与五四运动起源》， 《求索》
2012 年第 11 期。



付诸行为舆论即直接行动的愿望被迫生成”。①

显然，“谣言”所建构的信息环境，对五四运动

发生的刺激作用巨大，这就是为何在真实的外

交失败消息传到国内之前，五四运动可能突然

发生的内在逻辑②。
有研究者分析了 “谣言”之外的信息对五

四运动发生的催化作用。董振平认为，五四运

动从孕育、发生到发展，信息网络都在其中发

挥了显著作用。信息传媒传递爱国信息，学生

团体传递爱国信息、组织爱国运动，近代交通

与邮电事业的发展促进了五四运动的发生与发

展。信息媒介网络 ( 如报纸杂志) 、学生组织网

络以及交通与邮电网络在五四运动信息传递中

起着重要作用。五四运动能够发生并发展成为

全国规模并长时期持续，影响深远，与信息传

递密切相关。③ 周忆霖也强调信息转化为行动的

催化作用，认为五四运动参与者当中的大多数

人都只能从看标语、听口号中获得一些零星的

符号信息，而实际上，这些已不是一种需要他

们自己进行解读应答的符号信息，“这种应答不

但没有停留在符号信息水平上，反而最终衍变

成为 一 种 付 诸 实 践 的 ‘实 践 应 答’”④。这 种

“实践应答”的 结 果，就 是 将 “外 争 国 权，内

除国贼”这句口号，转化为直接付诸政治抗争

行动。有研究者认为，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报纸

杂志释放的信息，同样起着催化五四运动的作

用，如 《每周评论》就鼓动政治示威行动，强

调要清 除 中 国 政 坛 的 “三 害”即 军 阀、官 僚、
政客，就应该在政治上启发一般国民参与政治

的觉 悟，在 行 动 上 “要 有 相 当 的 示 威 运 动”，

“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而出，发动民众进行

抗争⑤。这种信息传递几乎就是在向社会渲染付

诸实际政治行动，以抗议北洋政府在国家主权

问题上的懦弱与无能。
第四，中外政治局势的合力作用。作为一

桩政治事件，五四运动在 1919 年 5 月 4 日的历

史时刻发生，并不是单纯的学生因素或其他单

个政治因素就可以促成的，它必然是在中外政

治格局的分合作用下共同促成的。因此，讨论

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除国内因素外，国际因

素也是不可忽略的。有研究者认为，启发五四

运动参与 者 发 动 政 治 示 威 的 关 键 性 国 际 因 素，

是发生在 1919 年 3 月 1 日的朝鲜三一运动。崔

龙水强调，从朝鲜三一运动发生到五四运动爆

发前，国内的报刊发布了大量有关三一运动的

信 息，如 北 京 《晨 报》、《每 周 评 论》、上 海

《民国日报》、天津 《大公报》等在三四月份都

发表了相关报道和评论，这些信息成为 “五四

运动的一种舆论准备”⑥。白基龙认为，三一运

动和五四运动不仅发生于同一年，而且爆发的

时间相近，这不是一种偶然的政治现象; 在社

会背景、奋斗目标、斗争形式等方面，二者也

存在相似之处; 因此，三一运动的发生能够引

起中 国 民 众 的 共 鸣，消 息 一 传 到 中 国，就 对

“五四运动有着刺激和催化作用”⑦。王晴佳也

指出，从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的背景、策略与

影响来看，三一运动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具有明

显的启发 作 用⑧。张 德 旺 在 《五 四 运 动 国 际 背

景研究两题》一文中同样认为，朝鲜三一运动

为五 四 运 动 的 爆 发 树 立 起 楷 模，直 接 促 进、
推动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与进展，二者共同构成

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

殖 民 地 半 殖 民 地 的 被 压 迫 民 族 和 人 民 反 帝 反

殖民斗争特别是亚洲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

张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⑨。另 有 域 外 研 究 者 认

为，五四 运 动 前 夕 中 国 大 米 输 出 日 本 引 发 的

“米骚动”，引起中国留日学生和中国人民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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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反对，对 促 成 五 四 运 动 的 爆 发 也 起 了 催 化

作用①。
总而言之，对五四运动之所以发生的研究，

历史学界自新世纪以来拓展了不同的分析层面，

尤其是在 具 体 历 史 环 节 方 面 的 研 究 所 获 甚 佳，

其中有些 问 题 是 此 前 研 究 不 曾 充 分 注 意 到 的。
同时，随着近 20 年来的学术进步，得益于学术

研究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引介与运用，五四运动

研究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分析手段，特别是在借

鉴社会科学理论进行历史剖析方面尤其值得重

视。譬如，潘祥辉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 “观

众成本”理论，探讨集体行动何以影响政府外

交决策，认为五四运动开创的 “群众性的废约

运动”，开启 了 一 种 “国 民 外 交”的 模 式; 从

历史的角度看，民意赋予政府内政外交以合法

性及其带来的正面效应再没有比五四运动体现

得更加淋漓尽致的了②。马建标分析五四运动与

国耻记忆重构之间的内在关系，认为在五四运

动中民族主义思想本身的力量与政治派系彼此

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国耻记忆实现了从

“二十一条”到 “卖 国 贼”的 转 变，由 巴 黎 和

会外交引发的民族危机与国内激烈的派系政争

纠缠在一起，国耻记忆正是在此语境下引导着

普通民众进入政治抗争的社会角色之中③。这种

身份认同还显示，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学生的

国民身份意识是促使学生运动朝政治转向的内

在诱因，学生运动的政治激进化超越了北洋政

府的可控范围④。

二、五四运动参与群体的研究

对于五四运动的参与群体，以往研究多从

阶级角度，侧重于肯定学生群体与工人阶级的

历史作用，批评商人群体在运动中缺乏斗争性，

对北洋军阀群体则一概否定。这种研究取向未

能充分展现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的复杂性与真

实性，导致对诸多问题语焉不详，如社会其他

群体如何参与运动? 有哪些具体的举动? 其真

实动机如何? 群体内部是否分化对立? 群体间

如何合 作 并 共 同 参 与 到 五 四 运 动 之 中? 等 等。
新世纪以来，学界重新审视五四运动社会力量

的构成，避免简单化地使用阶级斗争的单一评

判标准，更多地从社会阶层角度，分析社会群

体参与五四运动的状况。
第一，青年学生知识群体。进步学生知识

分子作为五四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受到启蒙思

想的启迪，在五四运动中产生了主导社会的自

觉意识，并在运动中开始构建自身的政治认同。
罗志 田 以 五 四 运 动 一 周 年 《新 教 育》推 出 的

《一年来学潮之回顾 与 希 望》专 辑 作 为 基 本 材

料，分析 “老师辈”对五四运动的即时观察和

事后反思，用以说明 “学生”这一接受近代新

教育的社会阶层是如何脱颖而出，进而体现出

群体行动的自觉。学生群体在五四运动中认为

自身已被赋予救国救民的重任，但越来越疏离

于教育和学术本身。这种现象反映出五四运动

的两大特点: 一是凸显五四运动追求有 “思想”
有 “精神”的特征，二是学生体现出进一步的

群体自觉。⑤ 大学作为学生知识群体的汇集地，

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后，都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活

动阵地，许多研究者专门探讨了大学与学生群

体的关系及其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金富军指

出，五四运动爆发后，清华学子一反往日静心

读书、不问世事的传统，积极投入运动⑥。任贵

祥、李盈慧指出，在校方的支持下，复旦大学

成为上海 五 四 运 动 的 发 祥 地，有 “上 海 北 大”
的雅号，学生群体也成为上海爱国运动的先锋

队⑦。夏泉、曾金莲以五四运动中上海圣约翰大

学的学生运动为个案，着力考察学生和校方的冲

突与互动，揭示教会学校学生民族意识的觉醒历

程⑧。王国平也指出，东吴大学的学生群体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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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运动中的活跃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

区五四运动的发展①。
社团中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五四运动的发生

与发展起了催化作用。张德旺 《论五四运动中

的新潮社》一文指出，在五四运动中， “新潮

社”始终坚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皖系军

阀政府卖国专制的政治立场，大多数成员都是

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但以傅斯年、罗家伦

为代表的一些成员又始终没有离开旧民主主义

的基点，某些方面还对五四运动产生了一定的

消极影响②。王开峰考察了 “寰球中国学生会”
如何推动上海学联与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
的成立，并一度成为五四运动中学生群体活动

中心的变化过程③。在五四运动中， “共学会”
这一社团由于较为隐蔽，以致后人对其是否存

在颇有争议。李曙新根据后人回忆录等相关史

料，认为 “共学会”是一个具有湖南同乡会性

质并在五四运动中主张采取暴力方式惩罚 “卖

国贼”的 学 生 组 织④。总 体 而 言，五 四 运 动 期

间的社团研究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尤其是

那些地方性社团在地方五四运动中的作用，更

应当得到充分研究。
第二，政党派系中的政界群体。新世纪以

来，有不少研究者通过史料分析，发现北洋军

阀与五四运动存在复杂的政治关系。张鸣 《北

洋裂变: 军阀与五四》一书分析了北洋军阀时

期政坛派系中的政界群体与五四运动的密切关

系，强调政界在社会上的所作所为引起了诸多

质疑，而五四运动就是对 “这些质疑一个积蓄

很久的爆发”⑤。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在五

四运 动 中 的 作 用 日 渐 得 到 学 界 肯 定。张 德 旺

《重评五四运动中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一文

认为，研究系自始至终地全面介入了五四运动，

其历史地位可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资产

阶级民主派群体、英美派知识分子群体并驾齐

驱，在五四运动史中应占有一定地位⑥。北京大

学作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地，与研究系的关系颇

为微妙。马建标系统考察了研究系与北京大学

在五四运动期间的关系演变，认为研究系与北

京大学在五四运动前已经实现了跨界的组织联

合，研究系利用北京大学鼓动五四运动，是一

种有目的的政治行为，意在重建政治势力; 五

四运动爆发前夕，各种政治利益的纠结、政争

博弈以及 “各种派系力量的介入并且合成一股

合力，才使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⑦。
对于国 民 党 人 在 五 四 运 动 中 的 活 动 情 况，

张顺昌认为，在五四运动期间，以孙中山为代

表的国民党人，以不同方式支持学生的爱国运

动，有些人还直接投入运动; 尽管不能说国民

党人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但这些人

同情和支持以及参与学生运动，在一定程度上

使运动获得了不可低估的政治支持⑧。欧阳军喜

《从北京到上海: 五四运动的转型》一文也强调

国民党人在五四运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

一开始，国民党就对运动的动向极为关注，并

试图将这一运动转化为一个反对北方政府的运

动”，“在 6 月 5 日至 10 日的上海 ‘三罢’斗争

中，国民党的报纸和团体完全主导了运动的发

展方向”⑨。旧金山的国民党总支部也积极发动

美国华侨，响应国内的爱国行动瑏瑠。
第三，工商团体中的商人群体。商会作为

商界的主要团体，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虞和平指出，五四运动由学生开其端，很

快得到了以商会为领导的全国工商界的广泛支

持，北京总商会首先出来支持学生运动，并从 7
日起在全城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倡议全国商会

一致行动，要求政府拒签和约，敦促和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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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力争收回山东主权，全国

各地商会闻讯而动，迅速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反

帝爱国高潮①。上海总商会由于在运动期间致北

洋政府 “佳电”，颇受社会大众的谴责，导致会

长朱葆三辞职。朱英分析了 “佳电”风波的是

非曲直，认为 “佳电”只是提出了一种收回青

岛的独特策略与方案，朱葆三辞职在很大程度

上缘于工商界和社会舆论不客观、欠公正的对

待②。熊玉文则从电文的称谓、语境和写作水准

等几个方面考察电文与日本的关系，发现电文

确实不是总商会的自撰文，而是来自一篇翻译

稿，是日本 “强 权 外 交”的 一 个 缩 影③。尽 管

学界仍对 “佳电”有所争议，但当时引起的风

波以及上海总商会在罢市斗争中所展现出来的

形象，严重损害了总商会在一般中小商人群体

中的权威性，直接催生了马路商界联合会的兴

起。彭南生指出: “它们的出现是一般中小商人

在五四运动中迸发出来的政治激情延伸的结果。
以 ‘外争国权’为理念的五四爱国精神成为中

小商人集体记忆并以此自励的工具理性。以商

人联合所展现的力量为核心的五四情结成为维

系马路商界联合会的纽带。”④ 上海同乡组织作

为商界的重要团体，在五四运动中也发挥了重

要作用。顾德曼认为，在五四运动中形成的学、
商、工各界的联合战线方面，同乡关系网是一

种关键纽带; 在罢课、罢市行动的组织中，同

乡团体发挥了组织和宣传的功能，如在运动中

的传播信息、组织活动和维持秩序等方面，都

起了其他社团不可替代的作用⑤。
对于商人参与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虞和

平认为是一种商人外交活动，也具有民间经济

外交的意义，五四运动的特殊环境使商人外交

从此前的萌发阶段进入基本成熟阶段，并在中

国的外交斗争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

益成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一支不

可忽视的力量，也为挽回和维护近代中国的主

权作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⑥。商业的本质是追逐

经济利益，因此，在五四运动中，商人常根据

不同的利益而出现分化，如冯筱才指出，在五

四运 动 中，江 浙 商 人 往 往 “表 现 出 矛 盾 的 性

格”，对抵货运动采取不同立场，主要是为避免

更大损失以及维护一定的商业秩序⑦。这些现象

都反映了商人群体在五四运动中的不同态度和

不同作用。
第四，社会一般民众。工人和农民是中国

社会的基本民众，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五

四运动。刘秋阳认为，码头工人在五四运动中

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有力地配合了以产业工人

斗 争 为 主 的 “三 罢”斗 争⑧。五 四 运 动 期 间，

有些地区的农民参与了反帝爱国运动，熊辉列

举了山东、东三省、上海郊区等地农民的抗争

斗争，认定其有力地支持了城市工人和学生的

爱国运动⑨。邵雍研究了底层民众与五四运动的

关系，如在五四运动期间，具有爱国救亡意识

的上海青红帮指使扒手、乞丐支持罢课、罢市、
罢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展瑏瑠。
有研究者还考察了五四运动期间底层民众的集

体性抗议行为。在以往的研究中，多将这种抗

议行为视为民众反抗巴黎和会的爱国之举，但

冯筱才发现上海许多底层民众的激烈行为，与

当时上海广泛流传的“谣言”密不可分，如“日

人置毒”风潮伴随着五四运动在上海的爆发而产

生，使底层社会陷入紧张惊恐的气氛之中，于是

对一些有下毒嫌疑的日人乃至华人实施暴力攻

击，集体性骚扰频频发生; 这种社会现象显示，

在底层大众的眼里，五四运动的图景与日后 “精

·711·2019 年第 4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虞和平: 《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政治运动》，中华工

商联合出版社，2015 年，第 112、113 页。
朱英: 《重评五四运动期间上海总商会“佳电”风

波》，《历史研究》2001 年第 4 期。
熊玉文: 《上海总商会“佳电”来历研究》，《史学集

刊》2016 年第 2 期。
彭南生: 《五四运动与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的兴起》，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3 期。
顾德曼: 《家乡、城市和国家: 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

同，1853—1937》，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2004 年， 第

196 页。
虞和平: 《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 《近代史研究》
2000 年第 2 期。
冯筱才: 《罢市与抵货运动中的江浙商人: 以“五

四”、“五卅”为中心》， 《近代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刘秋阳: 《码 头 工 人 与 五 四 运 动》， 《党 史 文 苑》
2006 年第 8 期。
熊辉: 《五四运动与农民》，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2 年第 2 期。
邵雍: 《五四运动与青红帮会》，《史林》2005 年第

3 期。



英话语体系”所描绘的景象是大相径庭的①。
第五，海外华侨、留学生、旅欧华工群体。

五四 运 动 期 间，旅 外 华 人 也 积 极 响 应 国 内 的

“三罢”斗争。任贵祥、李盈慧研究了旅美华侨

成立 “中华铁血少年演说团” “国民外交会”
并在旧金山发动华侨游行的过程，旅日侨胞是

东亚地区最早响应和支持国内五四运动的海外

群体，南洋各地华侨也纷纷支持学生的爱国义

举②。童锋等人探讨了五四运动期间海外侨界中

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及其发挥的积极作用，认为

西欧是海外侨界力阻各方签订和约的中心，东

南亚是海外侨界抵制日货的中心，东亚是海外

爱国学生和侨界反抗北洋军阀与日本勾结的中

心③。张卫杰、李亚兰研究了留学生群体在五四

运动中的作用，考察欧美同学会通过不同方式

声援反帝爱国活动，体现了留学生群体 “索我

理想之中 华”的 精 神④。董 顺 擘 考 察 了 留 日 学

生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人数变化、组织团体情况、
集会抗议活动，认为数千留日学生在日本和国

内都积极投身五四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五四运

动的发展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4 万华工

远赴欧洲，为欧洲大陆恢复和平与战后重建作

出了独特贡献，是中国获得战胜国身份的重要

原因。赵德生认为赴欧华工集体对出席巴黎和

会的中国代表团直接施加压力，迫使其不敢在

和约上签字，成为五四运动重大胜利的标志⑥。
欧阳军喜认为: “没有各界的支持和参与，运动

不会蔓延到全国，也不会达到罢免卖国贼和拒

签对德和约的目标。因此从一开始，这一运动

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众运动。五四运动的

伟大意义也正在这里，它开启了现代中国的国

民运动。”⑦

三、五四运动的区域史研究

五四运动运动的区域史研究，向来是五四

运动研究的基本形态。新世纪以来，这方面的

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区域范围。
第一，京沪地区。北京和上海是五四运动

的两大中心，传统研究多认为五四运动的根源

在北京，熊月之则认为五四运动虽以民众运动

的形式爆发在北京，但其运动方式有相当一部

分形成于上海，1919 年的五四运动实际是此前

上海抗议运动的重演、放大和发展⑧。欧阳军喜

则观察到五四运动从北京到上海的发展过程中

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及其特性，认为 “六三”之

后，上海的 “三罢”斗争将运动推向一个新的

阶段，运动的内容和目标都有所改变: 五四运

动由一个对外的民族自决运动转变为一个对内

的国民自决运动，由一个争国权的运动发展为

一个争民权的运动⑨。岳珑等从经济发展角度论

述上海在五四运动中的重要地位，认为 20 世纪

初，上海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上海的阶级状况，

决定了民 族 危 机 下 各 阶 级 与 外 国 资 本 的 关 系，

决定了学生、商人、工人等开展的阶级斗争只

可能在上海实现; 上海的联合斗争给北洋政府

以极大压力，而上海与相关地区的经济联系又

决定和增强了联合斗争在全国的规模，最终造

成北洋军阀的 “根本动摇”，迫使北洋政府作出

让步，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卖国贼，这是五四

运动实现基本目标的基础瑏瑠。
第二，沿海地区。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

沿海地区很早就受到西方思潮的冲击，因而在

五四运动中成为较为活跃的区域。天津与北京

毗连，有众多政要、名流寓居于此。五四运动

爆发后，迅速在天津引起反响。杨兴隆从民间

社会视角出发，梳理了天津商学各界从联合走

向分裂的过程，剖析运动期间天津社会内部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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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复杂的关系与多元面相①。杨惠然梳理了天津

《益世报》在五四运动中引导舆论、推动运动发

展的过程②。南方的广州经济发达，五四运动爆

发后，广州曾与上海并列，成为工人运动的中

心。童锋等考察了五四运动期间的广州学群抵

制日货运动，强调其特点是 “学生在前、群众

在后”，此举给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直接造成重

创，迫使北洋政府与日本在政治和外交关系上

作出调整③。
在沿海地区五四运动发展的研究中，以山

东半岛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这主要是巴黎和

会中的山东问题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刘

德军论述五四运动在山东区域的发展过程，认

为它是全国性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④。董

振平指出，由于山东受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的政

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山东抵制日货运动持续时

间较长，涉及地区较广，促进了山东民族工商

业的发展⑤。齐鲁大学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教会大

学之一，宋雪分析了该校在五四运动中与当局

的关系变 化 以 及 校 方 对 学 生 运 动 的 立 场 转 变，

借此考求齐鲁大学在五四运动前后的诸多历史

面相⑥。对于五四运动中旅京山东人的表现，孙

向群指出，他们把同乡的地域利益认同上升到

国家利益认同，实现了有效的政治动员，充分

利用在京鲁籍人员与军政界高层的密切关系等

条件，向北洋政府请愿，表现得比较稳健和成

熟，自始至终没有放弃与北洋政府的交涉，这

是在京鲁籍人员在五四运动中的特别之处⑦。高

莹莹考察山东英美人士尤其是美国人对反日运

动的配合与参与，认为虽不能认定受其政府指

示，但无疑与其背后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 随

着美国国内反日风潮的兴起，山东的反日运动

成为美国在华与日本进行商业竞争的手段之一⑧。
第三，内陆地区。学界对五四运动在内陆

区域展开的研究较为分散，原因在于内陆区域

五四运动的发生并不具有普遍性，典型性也不

足。郭渊研究了五四运动期间哈尔滨青年学生

与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相结合的运动方式⑨。李

玉才研究了安徽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反对皖系

军阀统治的表现瑏瑠。陈信琼研究了安徽女学生积

极响应五四运动，成为安徽妇女解放运动中的

一支重要生力军瑏瑡。张忠细致剖析了河南政学商

群体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导致河南的五

四运动呈现复杂多重的面相瑏瑢。对于云南五四运

动，刘达成认为 “云南学生爱国会”及其分会

在运动中通过抵制日货，促进了云南社会民众

的思想解放瑏瑣。李健研究了江西南昌青年学生所

扮演的本地五四运动的角色，揭示了督军陈光

远迫于形势又顾及自身利益，对南昌五四运动

采取既同情又镇压的两面政策瑏瑤。在内陆地区的

五四运动研究中，以武汉五四运动研究成果较

为丰富，代表成果为田子渝 《武汉五四运动史》
一书。该书通过挖掘各类报刊史料，深入剖析

武汉在五四运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指出由

于地处九省通衢，武汉地区的五四运动成为全

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演进成中国工

人阶级第一次运动高潮的中心地瑏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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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海外地区。关于海外地区与五四运

动的关系，学界主要将视角放在直接与五四运

动存在内在关系的日本方面。于耀洲等人关注

日本社会对五四运动的反应，认为 “以日本政

府为代表的一派，从军国主义立场出发，对运

动进行了歪曲; 日本部分有识之士，则对运动

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分析”①。有研究者考察了日

本新闻媒体对五四运动的报道及其背后所体现

的权力关系。王润泽分析日本媒体对五四运动

的话语构建，认为其站在 “本民族私利的立场

上，显示出在外交和政治上的短视，正好与当

时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相匹配，客观上推进了

日本政府对华侵略和强硬立场”②。马先睿、黄

伟力考察 《大阪朝日新闻》对五四运动评价的

鲜明转变，即从运动前虚伪的友好，倡导所谓

“日中亲善”，逐渐转向强硬批评，再至表示愤

怒和失望; 这种态度变迁与日本政府不同阶段

的对华政策和外交形势密切相关③。周渝阳以日

本大正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杂志 《中央公论》
和 《太阳》为例，分析了两本杂志上五四运动

的相关评论，考察了日本知识分子关于五四运

动的认识④。秦旭则根据 《大阪 朝 日 新 闻》等

五种发行量较大的报纸，梳理出 1919 年日本报

纸眼中的五四运动⑤。除考察新闻媒体外，徐冰

还考察五四运动期间中日教科书纠纷的具体过

程，通过对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的解读，探讨

了教科书纠纷的成因及其给中日关系带来的影

响，研究成果颇具新意⑥。
综上所述，新世纪以来，关于五四运动在

区域历史变迁中的表现，研究者重视地理空间

因素，将五四运动置于当地社会经济结构中进

行考察，从社会群体、社会力量等角度探讨区

域范围内五四运动的发展状况，分析区域内地

方势力应对五四运动的不同方式，凸显了区域

五四运动发展的共性与异性。但在总体上，五

四运动区域史的研究仍然较弱并且缺乏整体性、
系统性，这是有待学界加强投入的领域，其间

还存在巨大的学术空间。

四、五四运动人物研究

关于五四运动人物研究，过往较多聚焦于

中共早期政治活动家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从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研究者注意到国民党

人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新世纪以来，五四运

动人物研究领域逐渐拓展，学界不仅关注政治

层面的党派人物活动，而且细化探讨了社会各

界人士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
第一，中共 早 期 人 物 与 五 四 运 动 的 关 系。

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共早期政治活动

家与五四运动关系的研究，依旧是五四运动人

物研究的重点。2016 年 6 月，在日本东京举行

的 “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国际

学术研讨会上，中日学者就五四运动期间毛泽

东、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周恩来等人的

相关历史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许多颇

有见地的观点⑦。王文鸾等学者梳理瞿秋白在五

四运动中的活动过程，认为他不仅自始至终参

与了北京的五四运动，而且在运动中发挥着骨

干和中坚 的 作 用⑧。张 玉 菡 通 过 挖 掘 《汉 口 新

闻报》 《大汉报》等史料，证实包惠僧不但以

记者身份对武汉五四学生运动的各方面情况发

表了大量有倾向性的详细报道和评论，而且在

一定程度 上 参 与 到 武 汉 学 生 联 合 会 的 活 动 中，

有意识地运用媒体的平台和力量，对学生运动

的开展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助推和引导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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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新世

纪以来，学界具体考察了国民党政治人物在五

四运动中的活动状况，以此评判国民党在五四

运动中的作用，同时探讨了五四运动对国民党

人物活动的影响。董德福指出孙中山与五四运

动的关系充满着矛盾性和多向性，但他从一个

旁观者逐渐转变为一个指导者与支持者，推动

着五四运动的后期发展①。傅绍昌则分析孙中山

对五四运动的声援方式，认为他从五四运动中

看到了民众的政治力量，开始酝酿改组国民党

的工作②。李洪河考察戴季陶在五四运动期间的

行为，认为他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

场出发，不仅从舆论上给五四运动以声援，而

且从理论上论述了五四运动及其爆发原因③。除

此之外，研究者还分析了原同盟会成员在五四

运动中的活动及其表现，如邓江祁指出，在五

四运动中，谭人凤通过致电北洋政府、通电全

国和发表演讲等形式，对学生反帝爱国行动表

示坚决支持，对北洋政府镇压学生爱国行动进

行了无情抨击，并大声呼吁社会各界响应和支

持学生运动，对推动五四运动的深入产生了重

要影响④。
第三，北洋 政 界 人 物 与 五 四 运 动 的 关 系。

北洋政界中的研究系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在学界

受到特别关注，这是新世纪以来五四运动人物

研究的一个新特点。黄敏兰强调梁启超对五四

运动的发生起到关键性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是

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点火人⑤。欧阳军喜分析了

林长民在五四运动前夕的各种活动，认为在某

种意义上他 “应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负责”⑥。张

德旺认为张东荪从五四运动爆发时就坚定地站

在学生方面，大力呼吁全国民众大联合，是五

四运动中一个思想敏锐的反帝爱国鼓动家⑦。刘

宝东认为，王宠惠在五四运动期间，积极发挥

个人在政学两界的影响，参与并组织领导了国

民外交协会、欧美同学会等社团营救被捕学生、
拒签对德和约的斗争; 五四运动后，他作为全

权代表之一参加了华盛顿会议，为遗留的外交

悬案———山东问题的最终解决作出了贡献⑧。深

入分析研究系人物对五四运动的推动作用，是

学界试图还原五四运动真实面相的一种努力。
在北洋政界人物中，直系军阀吴佩孚公开

声援五四运动，颇为异类，故有多位学者探讨

其行为动机。姜建芳认为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结

是吴佩孚支持五四运动的根本原因，为直系崛

起进行政治积累是他支持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

而军事力量与政治权力对比的不均衡则是他支

持五四运动的又一原因⑨。郭红娟则将吴佩孚的

表现与直皖斗争的性质加以联系，认为五四运

动发生后，吴佩孚的主张与表现获得人们的赞

许，不但使其自身得以崛起，而且还为他所归

属的派系带来了某种正义与邪恶、民主与专制、
维 护 国 家 主 权 与 损 害 国 家 利 益 斗 争 的 政 治 形

象瑏瑠。马建标也认为，通过五四运动，吴佩孚顺

应时代潮流、因时而变，利用媒体将自己包装

成爱国将领，成功实现自我转型，从而将政治

优势与军事优势相结合，实现了政治权势的转

移瑏瑡。这些多维度的分析，使北洋政界人物在五

四运动中的表现得到更为公允的评价。
第四，社会文化界人物与五四运动的关系。

学生领袖在五四运动中的重要作用，是一个不

可置疑的事实。冯夏根揭示罗家伦参与组织五

四运动发难大会，当选为 20 名总代表之一，起

草 《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反帝反封建斗争

的具体目标，参加游行，积极奔走营救被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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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①。齐悦认为段锡朋在最困 难 的 时 期 挺 身 而

出，在组织才能、演说才能和苦干精神等方面

受到当时各方的好评，是五四运动重要的学生

领袖②。崇庆余指出，王昆仑作为北大一年级学

生会主席，对推进北京大学学生参与五四运动

起了重要的组织和推动作用③。李世弢认为张国

焘是在五四运动中起核心领导作用的北大学生

中最活跃的分子之一④。除此之外，邵飘萍、蒋

梦麟、杨振声、杜威、李登辉等人在五四运动

中的活动踪迹也逐渐被披露⑤，反映了五四运动

人物研究领域范围的扩展与问题研究的深入。
总之，新世纪以来，大多研究者能够坚持

以客观性、历史性原则评价五四运动历史人物，

努力拓展视野，深挖史料，根据具体史实对相

关人物作出具体分析，把握他们参与五四运动

的动机与心态转换，以此避免武断片面的评价，

这些努力都提升了对五四运动的整体性认知。

五、余论: 问题与展望

从五四运动研究的学术进展来看，新世纪

以来的学术成就应当给予充分肯定。但是，就

五四运动研究的知识空间而言，从研究意识和

研究视野到研究方法和研究史料等方面，尚存

在可供继续探讨与拓展的学术余地以及诸多应

当厘清的问题。
第一，五四运动被置于何种历史意识之中，

将可能形成不同形态的五四运动历史叙事。这

个问题的提法无非是在追问，在五四运动研究

的历史意识中，五四运动是被看成一个历史事

件 ( 并不否认其中存在变迁的过程) 还是被看

成一段历史时期 ( 并不否认五四运动在其中的

中枢地位) 。研究者对此持不同的认知意识，必

然会在实际历史撰述中，形成不同的五四运动

历史叙事。实际上，五四运动作为一个研究对

象，它只是研究者的五四运动，尽管其中不可

能摆脱五四运动的事实属性。五四运动一旦属

于前者，那么，五四运动就作为事件的叙事建

构而存在，在学界就被看成是狭义的五四运动;

一旦属于后者，五四运动则是作为时期的叙事

建构而存在，它在学界就被视为广义的五四运

动。学界对这两种不同对象的叙事建构，既反

映了 “问题意识”的差异，也反映了讨论对象

的差异。在五四运动研究的问题域，首先必须

厘清的就是这两种历史叙事，因为它显示在五

四运动研究中到底讨论的是什么层面的问题。
第二，从事件叙事的视野介入五四运动研

究，它要考究的是五四运动作为 “运动”本身

为何发生、如何变迁、种种具体历史环节又是

如何存在等问题，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 “运

动”周边的因素多大程度上左右着 “运动”的

构成，以什 么 方 式 构 成 这 种 关 联，历 史 语 境、
人物活动、组织方式、参与方式等又是如何连

接成为 一 个 “运 动”事 件。即 便 能 够 建 构 起

“运动”事件的历史面相，还存在中心 “运动”
事件与周边 ( 地域) “运动”事件的关系，各

自分别如何叙事，整体性的关系又如何叙事等，

都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
第三，五四运动一旦被作为一个历史时期

或时段的表征术语，就意味着这个术语意指的

不再是作 为 历 史 事 件 而 存 在 的 五 四 运 动 本 身，

它蕴含的关键要素不是事件 “运动”，而是以这

个 “运动”为名表示一个时代或时段所形成的

历史现象。在这种意义上的五四运动，就不能

不涉及 “运动”之外的政治、社会、思想、文

化等历史元素，通常使用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
就是因应这种历史元素而来的研究术语。“五四

新文化运动”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时

代或时段社会文化持续变化的历史现象，尽管

它也以 “运动”的面目而历史地存在。
第四，历史事件与历史现象在历史研究中

并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尽管 “事件”与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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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在历史语言中常常被互为 替 代。 “事 件”
与 “现象”在历史叙事的主体、时空、环节及

其解 释 方 式 等 都 不 可 能 相 同，试 图 从 中 发 现

“意义”的目 的 也 是 不 同 的。但 是，由 于 “五

四新文化运动”不可能脱 离 五 四 运 动 而 存 在，

人们往往径直将后者用以指代前者; 又由于历

史语言 的 复 杂 性 和 含 混 性，使 得 “事 件”与

“现象”在历史意识中被互为替代并在实际历史

编纂中被任意使用，以至于人们在建构与五四运

动相关的历史叙事时，可 以 笼 统 地、大而 化 之

地以 “五四运动”一词一笔带过，导致讨论问

题的重心常常不在 “事件”而在 “现象”。
正是由于以上诸多问题的存在，检视新世

纪以来五四运动研究的学术史状况，可以发现，

尽管相关研究都以 “五四运动”的标识而出现，

但大都不是研究作为 “事件”的五四运动，而

是研究广义上的五四运动历史现象，研究成果

反映在学术期刊、学术研讨会、学术著作出版

等方面，后者的比重大幅度地超过前者，近 20
年来以 “事件”视角研究五四运动的专著仅有

两三种。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这恐怕不能

简单地归结于学界的短视、浮躁或慵懒，除以

上历史意识中存在的认知问题之外，其中当另

有原因。
首先，学术空间的限制。学术空间大小只

是一个相对而言的问题，但学术空间旁及领域

的大小，却是一个事实存在。五四运动作为事

件史的研究对象，它的研究领域当然只能限定

在事件的 “运动”范围，一旦超越了这个范围，

就自然不是在讨论 “运动”自身的问题。因此，

这个意义上的五四运动研究就不得不受到 “运

动”历史存在方式的限定。至于 “运动”意义

的阐释，只不过是建立在 “运动”之上的延伸

经验与 启 示，已 属 于 另 外 一 个 层 面 的 问 题 了。
但是，当将五四运动作为一种时期或时段范围

内的历史现象进行研究，其范围显然要宽广得

多，涉及的领域可谓不可计数，举凡政治、社

会、思想、文化等历史现象，都可以被纳入其

中，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空间巨大。因此，学

术空间的优势，往往成为研究者选择广义五四

运动作为研究对象的内在原因，而目前的研究

实践恰恰印证了这种选择。

其次，研究 史 料 的 制 约。实 际 上，学 术 空

间的大小还不构成研究选择的充分条件，对于

历史研究来说，史料的充分与否，才是决定研

究对象被选择的关键性要素。相对而言，作为

事件史的五四运动，由于其存在方式受 “事件”
的约束，历史记录史料仅局限于 “事件”有限

时空的范围内，能够保留的记录容量与遗存也

就有限。相较而言，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广义

五四运动，其历史触角不但要触及 “事件”的

五四运动，而且还不能不延伸至 “事件”之外

的社会文化各要素之中，其中相当部分的要素

还与作为 “事 件”的 五 四 运 动 没 有 直 接 关 系，

只因其以 “五 四 运 动”作 为 一 个 时 期 来 命 名，

学界就以 “五四时期”的年代来划定研究性质。
这个意义上的五四运动作为研究对象，在史料

容量、史料类型、史料遗存等方面，就远远超

过五四运动事件史的分量。史料上的优势，可

以大幅度地吸引研究者的学术兴趣，大量生产

相应的学术成果也就成为可能。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乃源于学术实

用性的引导。任何时候的学术实用性，都只能

是因应当下现实需要的实用性，这就是西哲所

谓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蕴。五四运动

之于当代社会的需要，往往取决于当代社会从

五四运动 中 试 图 获 取 何 种 历 史 资 源 的 目 的 性。
五四运动存在了百年历史，这种历史之于当代

社会的价值，不可能表现为基本史事的需要方

面———基本史事仅是研究层面上的需要，只可

能表现为思想与精神的需要方面。正因为这种

需要 的 目 的 性，作 为 事 件 史 的 五 四 运 动，以

“运动”方式留存的抗议、示威、骚动等遗产，

不再有必要成为社会继续弘扬的对象，而此中

的爱国主义精神只是社会思想的一种事后价值

判断，并且不独五四运动所有，其他进步性历

史事件同样可以建构爱国主义精神。显然，作

为历史时期的广义五四运动，则以包容丰厚的

思想遗产而被当代社会特别是当代主流社会思

潮所汲取和弘扬。这就是为何各种思想或 “主

义”———无论是主流的抑或非主流的，都可能

在当代社会及其思潮中被持续地重新阐发的缘

由。学界追溯这个意义上的五四运动，背后蕴

含的是当代社会思想或思潮所需要的厚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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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何种资源被纳入实用性范围，往往取决于

研究者依据现实需要所作的选择，而现实需要

具有复杂性、经验性、多重性等特征，恰恰为

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学术空间，广义五四运动正

好引导了现实与历史的衔接，大量的研究成果

也因此而被生产。
这种学术史局面尽管业已形成，但并不意

味作为事 件 史 的 五 四 运 动 研 究 就 无 可 作 为 了。
其一，可以深化五四运动的事件发生地———北

京作为政治与文化中枢特性的研究，从这种政

治文化中枢特性来反观五四运动事件发生的历

史基础和现实缘由; 其二，可以深入研究五四

运动事件从北京到上海的中心转移 ( 尽管有研

究者不认同两个中心) ，考察这种转移对中国社

会的政治组织、社会阶层、社团活动、文化心

理、政治观念等所带来的改变及其程度; 其三，

可以深入研究五四运动的中心事件与边缘 ( 区

域的、地方的) 事件之间的时空关系，尤其是

五四运动的边缘事件与中心事件之间的发生时

间差异、程度差异、规模差异、效果差异等关

系，切忌 想 象 性 地 嵌 入、扩 张 与 拔 高; 其 四，

可以深入研究五四运动事件变迁过程中各种人

物的行为方式，分析这种行为方式对于 “运动”
的构成作用; 其五，可以深入研究五四运动作

为事件在其存在期间，用于表征事件变迁过程

的一 系 列 术 语，考 索 这 些 术 语 如 何 呈 现 事 件

“运动”的历史面相; 其六，可以深入研究五四

运动事件 生 成 过 程 中 语 言 符 号 ( 传 单、口 号、
宣言等) 的 功 能，考 察 这 些 语 言 符 号 对 “运

动”形成的催化作用; 其七，可以深入收集与

整理五四运动事件史的相关档案以及各种类型

的史料，目前所见正规出版的仅有上海、武汉、
四川等地的专门性五四运动史料，另外尚有以

专辑形式 出 版 的 史 料 以 及 一 些 非 正 规 出 版 物，

五四运动事件发生地的北京居然没有专门性的

史料汇编出版，各个地方史料的挖掘也相当不

足，这些都是基础性的工作，有待专业性的收

集与整理。
总之，事件意义上的五四运动 ( 包含中心

与边 缘) ，所 当 研 究 的 关 键 性 要 素 是 “运 动”
本身的发生及其变迁过程，尤其是其中的具体

细节及其历史逻辑关系，这种关系在历史存在

方式上决定着整体性五四运动的构成。如何展

开这种研究，还有待于相关理论与方法研究的

提升。这种理论与方法的提升，并非仅仅局限

于学界早已提及的广义 “五四学”，即便是广义

“五四学”，相关的研究也只是差强人意，更不

用说将五四运动作为 “运动”事件为中心的理

论与方法的阐释，在这方面的研究可谓几近空

白，仍然有待于学界的持续深入研究。尤其需

要强调的是，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基本史事层

面，党史学术期刊都有责任和使命加大刊载力

度，继续推动五四运动的历史研究。

( 本文作者 郭若平，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教授; 徐 文 彬，中 共 福 建 省 委 党 校 副 教 授

福州 3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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